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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义”与明代书目著录《水浒传》的历史意义
＊

温 庆 新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００２）

［摘 要］明代书目著录章回小说《水浒传》时，或归于“野史”“传记”，或入“子杂”类，这与《水浒传》本名《京本

忠义传》及其早期刊本系统题署含有“忠义”二字，有很大关系。在《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较早的一批谈论者是 李

开先之类的文坛名流，时人往往将《水浒传》比附于“史书”，认为《水浒传》所记多有所本。这种以为《水浒传》是 史书

的看法并非仅是当时民间的意见，而含有一定程度的官方意志。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样，《水浒传》早期流 传经历

了社会上层向下层民间传播的过程。明代统治者从宣传“忠义”维护统治的需求出发，在都察院刊刻前曾对

《水浒传》进行过“政审”。“忠义”思想成为《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官方的主导意志，这就保证《水浒传》得以有效 传

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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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初建立现代意义的中国小说史研究

范式起，胡适、鲁迅、郑振铎、孙楷第、张国光、欧阳

健、马幼垣等对《水浒传》的版本系统、流传过程有过

诸多细致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一些共识。有关《水浒

传》的传播情形，亦有不少学者展开过专论。在相关

研究成果中，学界已注意明代书目著录《水浒传》《三

国志通俗演义》等通俗小说的现象，然多以为此系白

话小说或通俗章回小说于当时流行的表征，罕有学

者论及明季书目著录《水浒传》的历史意义。② 虽有

学者注意到明季都察院刊刻《水浒传》的史实，却多

拘囿于探讨《水浒传》的版刻系统，反而忽略此类史

实背后的官方意志。因此，从明代书目著录《水浒

传》切入，结合当时的文治背景与时人评论意见探讨

《水浒传》的早期传播，或更能切中肯綮。这种视角

对深入探讨明中叶以降白话章回小说的传播过程，

亦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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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指章回小说《水浒传》，而不是“水浒戏”或者“古本水浒传”。所言《水浒传》，除特别注明外，皆指章回小说《水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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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代书目的《水浒传》著录

与《水浒传》本名考辨

明代书目著录《水浒传》者，主要有以下几种，即

晁瑮《宝文堂书目》卷中“子杂”类所言：“《忠义水浒

传》”，“《水浒传》武定板”。高儒《百川书志》“史

部· 野史”言：“《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

本， 罗贯中编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

百有八人，当世尚之。周草窗《癸辛杂志》中具有百八

人 混名。”周弘祖《古今书刻》“都察院”言：“《水浒

传》。”王圻《续文献通考 · 经籍考》“传记类”言：

“《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

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

变诈 百端，坏人心术，说者谓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

还之 报如此。”这些书目多系私家藏目，成书年代集

中于嘉靖年间。

上述诸书目提及《水浒传》时，或称《水浒传》，或

称《忠义水浒传》；所言《水浒传》版本，有“武定板”，

亦有“都察院”刻本。所言《水浒传》性质，或归于“史

部”，言“子杂”类，而不以“说部”名之。案，《宝文堂

书目》系晁瑮清查自家藏书的“账簿”书目，晁氏尚只

于书中注明须重新归类之书而未进一步整理归纳，

故该书目所载多见一书重出者，如《楚史梼杌》既见

于“史”类，又见于“子杂”类，等等。应该说，晁瑮《宝

文堂书目》“子杂”类与“史”类，并无严格的区分标

准，如“子杂”类录《警时新录》自注：“入史类”，“图

志”类收录《大金国志》自注：“此可入史类”，也就是

说《宝文堂书目》部类划分与作品著录尚未十分严

密。从某种意义讲，《宝文堂书目》的“史”类与“子

杂”类是可相通的，“传记”系“史类”中的一小类。［１］

据此，上述诸书目多将《水浒传》当作一部“史书”。

这种现象有何启示意义？或者说，这种著录情形以

何标准为据？现试以《水浒传》本名考辨为视角，略

以申说。

从《宝文堂书目》《百川书志》著录情形可知，明

中叶《水浒传》刊刻版本中有题署作“忠义水浒传”

者。检视文献记录与今存《水浒传》的明代刊本，大略

可确定明代的代表性版本有：

版本 著录文献或今存情形

旧本罗贯中水浒传二十卷，李开先《词谑》著录；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 高儒《百川书志》著录；

都察院刊本水浒传， 周弘祖《古今书刻》著录；

水浒传武定板， 晁瑮《宝文堂书目》著录；

京本忠义传，今存上海图书馆藏嘉靖年间刊本；

忠义水浒传，今存原藏郑振铎明嘉靖年间刊本；

忠义水浒传一百回， 今存李玄伯藏明刻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

今存明容与堂刊本；

钟伯敬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

今存巴黎国家图书馆等藏明刊本；

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王庆忠义水浒全传，

今存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明刊本；

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

卷，今存明余氏双峰堂刊本；

李卓吾先生评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不分

卷，今存明袁无涯刊本；①

上述明代刊刻本名《水浒传》以《忠义水浒传》

者，数量颇众：不论是冠以“京本”“新刊”“全像”的刻

本或托李贽、钟伯敬等名流的批评本，还是代表官方

意志的都察院刊本，皆冠以“忠义”二字。而且，明嘉

靖年间的刊本多题为“忠义水浒传”，表明“忠义水浒

传”是《水浒传》早期刊本系统的统一题署。学界普

遍认为，今存最早的《水浒传》刊本，系１９５７年上海

图书馆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刻本———残存第十卷

第十七页 ＡＢ 面、第三十六页 Ａ 面三行及 Ｂ面全

部，此本直接题名“忠义传”，不作“水浒传”。结合

《水浒传》或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背景看，［５］４５－５３则

“忠义传”当为《水浒传》本名。又，从《水浒传》文本

的内证看，第八十一回卷首“入回诗”云：“事事集成

《忠义传》，用资谈柄江湖中。”也就是说，整理者整合

作品时，亦以“忠义”为核心指导思想；从“水浒戏”

“古本水浒传”到今存《水浒传》的演变过程中，“忠

义”一直贯穿始终。如《宣和遗事》就言宋江等人是

“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助行忠义，卫护国家”。［３］４３

据此，现存《水浒传》明刊本的题署与《水浒传》文本

所言等内外证，知《水浒传》本名当有“忠义”二字。

换句话讲，明代刻书从业者与写作者（或者说整理

者），多习惯以《忠义水浒传》名之。

若上述所言不虚，则《宝文堂书目》《百川书志》

等明代书目据此书普遍的版本题署进行作品著录 时，

因循题署著录“忠义”二字，并从“忠义”思想的角 度将

《水浒传》归入“史部”或接近于野史、杂史的“子 杂”类，

也就有了学理依 据。比如，《宝 文堂书目》“史”类

与“子杂”类可相通，故“子杂”类所录含有一 定的“史

部”著录价值。又，《百川书志》称“宋寇宋江 三十六人

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周草窗

① 以上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２］，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３］，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
［４］等进行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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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辛杂志》中具有百八人混名”，则高氏认为《水浒

传》所言有所本。而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归入

“传记类”，并于《稗史汇编· 引》中进一步指出：

“盖经艺虽陈于列圣，而补葺尤藉夫群儒，此志乘所

以继六艺而作也。志乘也者，将以羽翼六艺，而天下

后世目之曰正史。正史具美丑、存劝戒备矣。间有

格于讳忌、隘于听睹，而正史所不能尽者，则山林薮

泽之士复搜缀遗文，别成一家言，而目之曰小说，又

所以羽翼正史者也，著述家宁能废之。”强调“史稗一

体”。［６］故王圻归于“传记类”，显然基于《水浒传》的

史学价值而言。可见，诸书目以为《水浒传》并非全

盘虚构而是有所本，则诸氏对《水浒传》所言“忠义”

当持肯定的态度。从历代史书的演变过程看，纪传

体正史就含有“忠义列传”一类。最早专列者当系

《晋书》，《晋书》第五十九“忠义列传”言：“古人有言：

‘君子杀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

难，处死之难。’信哉斯言也！是知陨节苟合其宜，义

夫岂吝其没；捐躯若得其所，烈士不爱其存，故能守

铁石之深衷，厉松筠之雅操，见贞心于岁暮，标劲节

于严风，赴鼎镬其如归，履危亡而不顾，书名竹帛，画

象丹青，前史以为美谈，后来仰其徽烈者也。”［７］之后

历代正史大多列有“忠义传”，如《宋史》“忠义传”凡

九卷，立传者二百七十余人，大多是抗金击辽、舍生

取义的“忠义”之士。《晋书》所谓“君子杀身以成仁，

不求生以害仁”，“赴鼎镬其如归，履危亡而不顾”，史

官对“忠义”的这种诠释，与《水浒传》“替天行道”、受

“招安”，出征平辽的“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之举，本

无二致。《水浒传》第四十二回写宋江遇九天玄女而

受天书三卷，言及“天书”法旨，云：“汝可替天行道为

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可证撰写

者撰写之初已有诸如此类的考量。

据此，明代书目多将《水浒传》归入史书，认为可

裨益正史，正是源于对《水浒传》“忠义”主题的肯定。

也就是说，明代书目对《水浒传》的认识是基于当时

刊刻本上的题署与作品主题两方面因素展开的。

二 明人对《水浒传》的普遍认识

与《水浒传》的基本定位

那么，是否只是晁瑮、高儒、王圻等明代私人藏

书家才认为《水浒传》属于“史书”、所言有所本？这

种认识是否带有普遍意义？换句话说，明人对《水浒

传》的基本认识是否趋于一致？ 这就涉及《水浒传》

在明代中叶以降的传播情形。

从传播学及接受美学的角度讲，一部作品问世

之后紧接着就是流传过程，是作品的传播和接受过

程使其价值及意义得以体现。探讨作品的意义只有

在其成书并流布、以及在流传过程中的影响范围内

进行。新作品成书或流传（借阅、传抄、刻印等）后，

就有了信息传播或相关记录，存在被谈论或被引用等

情况，这是作品被承认存在的前提。因此，我们探 讨

《水浒传》的早期传播是以时人对《水浒传》的记 录、

评论，或者《水浒传》的版刻文献为基点，而不是 以

“水浒戏”或者“古本水浒传”等为讨论对象的。

较早提及《水浒传》的明季文人评论著述中，有一

种比较明显的评判倾向，即将《水浒传》比附于“史

书”。如李开先《词谑》云：“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

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

《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未有一事而二十

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学史之妙

者也。”［３］１６７所谓“《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不仅认可

《水浒传》“委曲详尽”的叙述价值，同时强调《水浒

传》的“学史之妙”。谈论者除崔铣（曾官至南京礼部

右侍郎）外，余四人及李开先皆属“嘉靖八才子”，为

当时社会名流。由于《词谑》是现存较早的《水浒传》

评论著述，诸氏于嘉靖初年的一起评论，［８］表明《水

浒传》流传之初，当时文人们往往将其与正史对比以

探讨其价值，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钱希

言《戏瑕》（卷一）亦言：“词话每本头上有‘请客’一

段，权做个德胜利市头回。此政是宋朝人借彼形此，

无中生有妙处。游情泛韵，脍炙千古，非深于词家

者，不足与道也。微独杂说为然，即《水浒传》一部，

逐回有之，全学《史记》体。”［９］又，莫是龙《笔麈》言：

“野史芜秽之谈，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焚之

可也。”［３］１９１－１９５亦以之为“野史”。莫是龙等文虽批

评《水浒传》所写“芜秽之谈”与正史不合，反而侧面

说明在当时文人心中存在一种径直以史书身份定位

《水浒传》的阅读倾向。又，袁宏道在《觞政》“掌故”

条言：“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１０］又

于《听朱生说水浒传》云：“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

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

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１１］以为与

《水浒传》相比，《六经》“非至文”、《史记》“失组练”，

颇有将《水浒传》列入儒家“经典”之意，可谓惊世骇

俗。也就是说，不论是批评《水浒传》内容不合史书，

还是盛赞其“忠义”主题或“发愤著书”的写作思想，

（如李贽《忠义水浒传序》、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传序》

等。这种情况主要见于书商刊刻的托名流的“新刊”

“京本”“评林”等刊刻本中。）［３］１７１－１７２都要将其与《史

记》《宋史》等正史联系比对。这些评论者不仅有当时

思想界影响甚大的李贽等，又有文坛名流“嘉靖八 才

子”，乃至非正统文人的代表袁宏道，涵盖面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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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托名“天都外臣”的《水浒传序》所言“雅士之赏此

书者，甚以为太史公演义”，［３］１６９深刻道出明代文人

喜以《史记》比附于《水浒传》的阅读现象。换句话

讲，以“野史”“传记类”定位《水浒传》者，并非当时目

录学家的专利，而是代表着明代文人在《水浒传》刊刻

早期的一种接受态度。［５］４５－５３当时的文人并不是以

今人所言“白话小说”“通俗小说”或是“章回小说” 加

以定位的，而是以“史书”的身份加以接受的，并进 一

步于“史书”部类下的“野史”“传记”“子杂”“杂传” 之

中探寻《水浒传》的定位问题。正因如此，当时文人一

方面看到《水浒传》的“学史之妙”，另一方面又 以考

据视角将其与正史比较，从而得出“芜秽之谈” 之类

的结论。

至于《水浒传》与《宋史》等的关系，则是另一层

面的问题———时人批判《水浒传》与史不合，以考据

态度评价其所写是否属实，虽涉及时人的虚实观念，

却恰巧说明时人以为《水浒传》所言有所本。换句话

讲，明代文人将《水浒传》比于“史书”做法的潜在意

识，是普遍认为《水浒传》所记多有所本，真实可信。

这是明代文人评论著述中的另一种明显评判倾向。

如许自昌《樗斋漫录》将《水浒传》与《宋史》对照而

读，虽得出“多与史传不合”的结论，［３］１９１但这种做法

本身说明在许氏考据比对之前，其意识是以为《水浒

传》有所本的。又如，天海藏《题水浒传叙》言：“昔人

谓《春秋》者史外传心之要典，愚则谓此传者，纪外叙

事之要览也。岂可曰：此非圣经，此非贤传，而可藐之

哉？”［３］１９２－１９３所谓“纪外叙事之要览”，亦认可《水浒

传》的“纪传”价值。上引诸文献，并不皆出自《水 浒

传》刊刻序跋，也就排除书贾为牟利而拔高作品价值

之嫌。这些评论者既有当时社会名流、著名学者， 亦

有低层文人、乃至书贾，涵盖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

因此，此类意见有着普遍意义，亦有探讨价值。当然，

并非所有明人皆认为《水浒传》可信，亦有不少 人认为

其所写荒诞不经，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

一《庄岳委谈下》言：“《水浒》所撰语稍涉声偶声，辄呕

哕不足观，信其伎俩易尽；第述情叙事，针工 密致，亦

滑稽之雄也。”［３］１８９。然胡应麟批判重点在于“撰语

稍涉声偶声”而非史事不经。

虽然，明代文人有关《水浒传》的认识是多元的，

但在《水浒传》早期刊刻与流传中，时人往往将《水浒

传》比附史书，大多以为或部分认可《水浒传》是可信

的，形成时人在《水浒传》早期传播的普遍认识。也

就是说，在《水浒传》早期流传过程中，明人往往将

《水浒传》当作“野史”“传记”“子杂”“杂传”之一种，

认为可比肩史书，而不以为是通俗小说，或纯粹的

“说部”作品。

三 “忠义”与《水浒传》早期

传播过程中的官方意志

那么，上述对《水浒传》的接受过程与传播结论

是否仅仅是民间的意见？这种意见是否因曾获得统

治者的认可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官方意志？

从明季的文治背景看，明初朱元璋大兴“党狱”

与“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与言论控制。《大明律》

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

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 家，

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 孝

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１２］至宣德、正统时，

文化专制与思想禁锢相对松懈，社会思想开始活 跃，

杂剧、戏曲等说唱文学与“稗官小说”渐自复兴。尤其

是明中叶以降书籍刊刻已由明前期的官府控制演变

至士大夫私人刻书并进一步出现诸多书坊主刻印贩

卖牟利的情形，客观 上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１３］

这时期的通俗文学刊刻，最早扬自于朝廷，亦系官府

主导。弘治五年壬子（１４９２）五月，内阁大学士邱濬

（１４２０？－１４９５）在《请访求遗书奏》（俞汝楫编《礼部

志稿》卷４６题为《隆重图书疏》）中提出：“臣请敕内阁

将考校见有书籍备细开具目录，付礼部抄 誊，分送两

直隶、十三布政司，提督学校宪臣，榜示该 管地方官吏

军民之家，与凡官府学校寺观并书坊书铺，收藏古今

经史子集，下至阴阳艺术、稗官小说等 项文书，不分

旧板新刊及抄本未刻者，系内阁开去目 录无有者，及

虽有而不全者，许一月以里送官。其有 王府处启知借

录，多方差人询访，设法搜采，期于尽 获无遗。行仰

所在有司将各处赃罚纸札，并给官钱 措办笔墨之费，

分散各处儒学生员誊写，惟取成字， 不拘工拙，但不

许潦草失真。就令各学教官校对既毕，以原本归主，

不许损坏不还。其所得书目先行开 具，陆续进呈，通

行各处，互相质对，中间有重复者止 令一 处 抄 录，录

毕 装 成 卷 帙，具 本 差 人 类 解 赴京。”［１４］也就是说，

当时朝廷征集书籍刊刻，从民间 “询访”收集，开始

将“稗官小说”纳为遴选对象。“令 各学教官校对”，就

含有一定程度政治审查的意味。而现存《三国志通俗

演义》最早刻本为嘉靖元年壬午 修髯子 （张 尚德）

《引》刊 本，通 称嘉靖本。王重民［１５］、胡士莹［１６］等

认为此本或即朝廷司礼监刊本。魏安则指出王、胡所

论不确，认为：“从版式（黑口、四 边双栏）和字体来看，

似为嘉靖间官刻本，然而不能 仅仅凭着有嘉靖元年

的修髯子引鉴定为嘉靖元年的刻本。因为别的版本

也有这篇修髯子引（如夏振宇 刊本、周曰校刊本皆

有），而它们都不出于嘉靖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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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肯定嘉靖本非嘉靖元年修髯子引的原本而是

后来的子孙本。嘉靖本的存本很多，恐怕不一定都

是嘉靖间的原刊本，而其中一部分的藏本可能是晚

明的翻印本。”［１７］１２－１３魏安认为上海图书馆藏残叶

本方为司礼监本，证据是：刘若愚《酌中志》著录《三

国志通俗演义》为２４本，１１５０叶，但嘉靖本有１９２３

叶，而“如果用嘉靖本的字数来算上海残叶的版本原

来应该是多少叶（以５２８字位为一叶），该本正巧应

该有１１５０叶。”［１７］９２－９３然而不管如何，皆可说明司

礼监曾刊刻过《三国志通俗演义》（至于今存哪一版

本属司礼监本，则可进一步商榷。）若上述推论合理

的话，则《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版本或由朝廷向民

间征集而来或由民间进献，后由统治者主持刊刻，至少

与朝廷存有莫大关联。［１８］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卷

十六载：“《续文献通考》以《琵琶记》《水浒传》列之

《经籍志》中，虽稗官小说，古人不废。然罗列不伦，

何以垂后？近则钱遵王《书目》亦有《水许传》。明时

《文华殿书目》亦有《三国志通俗演义》。”［１９］作为官

方书目的《文华殿书目》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至

少可说明《三国志通俗演义》刊刻与流传得到当时统

治者的认可，才得以收藏于文华殿之中。———文华

殿始建于明初，系明朝帝王常御之便殿，每当“经筵”

日，当朝帝王多至文华殿听大学士、翰林侍读等为其

讲解“经传史鉴”。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仍改为皇帝便

殿，后为明代“经筵”之所，清代沿袭明制。《三国志

通俗演义》或是当时“侍讲”人员进行“史鉴”素材提

炼的参考书籍之一。故当时的统治阶层是认可《三国

志通俗演义》的。综此，明代《三国志通俗演义》的 刊

刻经历了社会上层向下层民间传播的过程。

从《宝文堂书目》《百川书志》《古今书刻》《续文献

通考·经籍考》等明季书目著录《水浒传》亦同时著录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情形看，既然《三国志通俗演义》

亦被当作“野史”或“杂传”类，“世人视若官书”［２０］，与

明人对《水浒传》的基本认识本质无异，那么《水浒传》

的流传过程，或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有些相似。首

先，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八“高俅”条言：“罗贯 中

《水浒传》，《文渊书目》中有之”，清晰可见明时文渊 阁对

此书的收录。同时，《古今书刻》明言都察院曾主 持刊刻

有《水浒传》，又有武定侯郭勋家刻《水浒传》的 记载。

今虽不能确认都察院刊本是否是《水浒传》的 最早刻本，

但都察院主持抑或是武定侯家刻，至少可 说明《水浒传》

的刊刻是由当时社会上层开始的。这 种刊刻与其时

朝廷向民间征集“稗官小说”当有莫大

关系。其次，现存最早一批谈论《水浒传》的资料，如

李开先《词谑》、钱希言《戏瑕》、熊过《南沙先生文集· 故

相国石斋杨公墓表》等，①所涉及的谈论者如李开先、

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文征明 等，

无不是当时文坛知名人物，《水浒传》早期传播或 从这

些文人手中流传开来。佐以《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传

播情形，则《水浒传》早期流传亦当由社会上层向 下层民

间传播。［２１］

上述所言不差的话，当时朝廷刊刻前或对《水浒

传》进行过一番审查。也就是说，在《水浒传》由上至

下传播过程中，其传播伊始就应符合当时的官方意志。

《明实录》曾载：“正统七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 酒李

时勉言：‘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 言，如

《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 习，至

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 论；若

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 敕礼部，

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学校佥事御史，并按 察司官，

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买 及藏习

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 惑。’从

之。”（顾炎武《日知录之馀》卷四“禁小 说”条）［２２］１

５据此，当时“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 “邪说

异端”被认为是“惑乱人心”的，因此朝廷不允 许此类

小说戏曲于市面流传；尤其是，“凡遇此等书 籍，即令

焚毁，有印买及藏习者，问罪如律”，更是表 明当时官

府欲从源头予以杜绝的决心。既然“遇此 等书籍”都

要焚毁，就更不可能出现官府主持刊刻此 等书籍的情

形。何况都察院职为“专纠劾百司，辩明 冤枉，提督各

道，为天下耳目风纪之司”（《明史·职官志一》）［２３］，

系检察、监察机构。而当时都察院主持刊刻《水浒

传》，表明当时朝廷刊刻前已对《水浒 传》经过一番

审查，最终是认可的。可资佐证的是， 崇祯十五年

（１６４２）六月二十三日郎中龚彝曾上褶崇祯皇帝，言：

“兵部为梁山寇虽成擒等事该本部题前事等因，崇祯

十五年六月 日本（部）尚书陈等具题，十五日奉圣旨：

降丁各归里甲，勿令仍有占聚，着地 方官设法清察本

内，严禁《水浒传》，勒石清地，俱如 议饬行，钦此。钦

遵钞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一、咨督察

院，合咨贵院烦照本部覆奉明旨 内事理，希转行山东

巡按，即严饬道府有司，实心清 核，务令降丁各归里

甲，勿使仍前占聚；一面大张榜 示，凡坊间家藏《水浒

传》并原板，尽速令尽行烧毁，

① 王齐洲《论〈水浒传〉的早期传播———以张丑著录文征明小楷古本〈水浒传〉为中心》，《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１８３－１９０页。王齐洲、王

丽娟《钱希言〈戏瑕〉所记〈水浒传〉传播史料辨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５６－６２页。王丽娟、王齐洲《〈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

辨析———以〈南沙先生文集·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４４－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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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

籍。并通行各省直巡按及五城御史，一体钦遵，禁毁

施行。”［２２］１８崇祯时期查禁《水浒传》时首先勒令都察

院进行自我清查、并督“各省直巡按及五城御史”查

办，其目的是规避《水浒传》对民众的不良影响。这

本为都察院的职责所在，然此举反过来表明先前都

察院刊刻《水浒传》时是认可《水浒传》的，代表了崇

祯十五年之前明代朝廷的官方意志。也就是说，都察

院不论是刊刻《水浒传》还是查禁《水浒传》，仅是 明

代不同时期为维护政权而采取的不同措施罢了， 刊

刻与查禁都是当时官方意志的集中反应。

随之而来的是，崇祯十五年之前的明代朝廷为

何会认可《水浒传》？现存《水浒传》最早刊本题为

《京本忠义传》，在早期的版刻系统中题署多含“忠

义”二字，这应该引起论者重视，成为一种探讨的切入

点———即当时朝廷刊刻之由或因《水浒传》“忠义”思

想而放行的。

众所周知，自《晋书》设“忠义传”起，《旧唐书》

《新唐书》《宋史》《金史》《辽史》《元史》等历代正史皆

承其绪。有论者指出“忠义”内涵在历代正史“忠义

传”中有一个变化过程，《新唐书》以前的正史“忠义

传”“既收录为维护朝廷利益而置生死于度外的文臣

武将，也收录百般照料他人的绅民”；《新唐书》以后

的正史“忠义传”所收，“虽然主要仍为舍身报国的文武

官员，但对百般照料他人的‘义举’不再记述，反而 增

加了为国殉亡的平民”，“忠”主要是“针对封建政 府、

封建帝王而言的”。［２４］这是很有启示意义的。我们暂

且不论“忠义”的内涵、演变及其历史意义，单就 明人

所修《元史》“忠义传”入选标准、列选对象及其 事迹

与《水浒传》所言“忠义”的异同，作一番勾勒。

《元史》系洪武元年（１３６８）朱元璋下令修撰，以宋濂

等为总裁，两开史局，历３３１天仓促而成。《元史》

“忠义传”凡４卷（即卷一百九十三至卷一百九十六

卷），立传者５５人，附传者３０人。赵翼《廿二史札

记》认为《元史》“忠义传”所修曾据张翥《忠义录》为

蓝本。王慎荣进一步指出《元史》“忠义传”第２、３卷

以《忠义录》为蓝本，第１、４卷另有所取。［２５］张翥本

传曾说：“集兵兴以来死节死事之人为书，曰《忠义

录》。”则《忠义录》遴选标准“死节死事之人”，即撑持

元朝统治而效命捐躯的人，当亦被吸纳自《元史》“忠

义传”中。今《元史》“忠义传”所立传者，既有下层官

吏，如死不降金的“平阳元帅府事”李伯温；又有农民

起义军，如“以读书力田为业”后被迫“聚兵”抗金的

石珪；又有平民百姓者，如“世农家”而“出保高富庶

寨”的攸哈刺拔都等等，类似情况见《元史》“忠义传”

全部４卷之中。所立传者大多系忠于朝廷、宁死不

折节之类，如被盗贼所抓瞠目不屈的“陕西行台监察

御史”张恒，曾受“山东宣慰使”而宁死不降的普颜不

花。［２６］这成为《元史》“忠义传”立传的标准，它并不

因被立者身份地位、阶级出身、贤才与否而有别，而

以是否忠国、有气节并为国家舍身奋斗为取舍标准。

从某种程度上，这种思想代表了明代官方对“忠义”

的界定与诠释。

《水浒传》所写“忠义”思想，与明代官方对“忠

义”的界定与诠释是相符合的。

首先，从《水浒传》的人物设置看，“忠义”成为作

品刻画人物的重点。《水浒传》所写一百单八将，众好 汉

的身份与出身极其复杂，既有市井流氓、手工业者， 又

有朝廷文臣武将，乃至下层官吏，还有道士、下层文 人、

地主、富商等，不一而足。他们落草梁山泊的原因 虽各

异，但最后皆在“忠义堂”下结拜，以“替天行道” 为指

导；接受了朝廷“招安”，乃至出征平辽，实是“全 忠仗

义为臣”。故第八十一回卷首“入回诗”说：“替天 行道

存忠义，三度招安受帝封。二十四阵破辽国，大 小诸

将皆成功。”所谓“替天行道存忠义”表明作品是 以“忠

义”为“替天行道”的主要内涵，“受帝封”表明作 品人物

“忠义”思想的效忠对象是当时的皇帝，“破辽 国”就是

众好汉忠君爱国的具体事例。并且，在这一 百单八将

中，有不少人物是以《宋史》《建炎以来系年 要录》《中

兴小纪》《三朝北盟会编》《靖康小录》等文献 所载“忠义

军”为原型的。据王利器《〈水浒传〉与忠义 军》考证，王

英、张横、史进、杨志、董平等始见于《水浒 传》中 的人

物，“人 是忠义军的人，事 是忠义军的事”，［２７］可知

《水浒传》所写吸纳了当时正史、杂史的不少材料，故

《水浒传》所写确有所本，所言亦多有合 乎其时官府言

论者。

其次，从《水浒传》的主题思想看，“忠义”成为作

品着笔最多的部分。当“梁山泊大聚义”时，天文石碣 铭

文为：“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 四

字。”众好汉在“忠义堂”前立硃红碑并书金字：“常 怀

贞烈常忠义，不爱资财不扰民”，并誓言“但愿共存 忠

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梁山泊大聚义”之后，他 们

所作的事是“辅国安民”，并含有“去邪归正”之举， 镇

压方腊起义就是显例。因此，《水浒传》肯定一百单 八

将之“义”的 同时，很 大程度上着眼于对朝廷之

“忠”。不论是从统治者维护统治、控制思想的政权设 计

看，还是从统治者进行舆论先导、表彰典范的现实 需求

看，《水浒传》所写本质上并未与《元史》“忠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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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背离。恰巧的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也含有很大程

度的“忠义”思想。《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主

要思想皆含有忠君与爱国两方面，①这与当时的统治

思想保持一致，使得《水浒传》在流传初期就能像《三

国志通俗演义》一样阻碍较少。只不过《水浒传》“忠

义”思想所含忠“君”成分较多，宋江就曾说过“宁可朝

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之类的话。

在明朝统治者看来，如若能通过刊刻《水浒传》

《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小说，宣传“忠义”思想，为普通

民众提供一系列可资学习、借鉴的“忠义”人物，进一

步笼聚民间思想使其朝着有利于维护政权统治的方

向发展，何乐不为？可资佐证的是：清乾隆时因“纯皇

帝以海内升平”，命朝臣制“诸院本进程，以备乐部 演

习，凡各节令皆奏演”，其中就有“谱宋政和间梁山诸

盗及宋、金交兵，徽、钦北狩诸事，谓之 《忠义璇图》”
［２８］，知清代以《忠义璇图》宣扬“梁山诸盗”于国有忠

心，尔后才令“水浒”戏曲于“升平”时搬演。也 就是

说，明中叶以降至乾隆初年，官府皆从“忠义”角 度肯

定“水浒”小说与戏曲，并许其于社会流传的。正因

如此，明中后期的书商看到了当时朝廷推崇《水 浒传》

之由，在“忠义”上大作文章。如大涤馀人《刻 忠义水

浒传缘起》（明末芥子园刊本）曾说：“亦知《水 浒》惟以

招安为心，而名始传，其人忠义也。施、罗惟 以人情

为辞，而书始传，其言忠义也。所杀奸贪淫 秽，皆不

忠不义者也。道揆法守，讵不相因哉！”［３］２００指出明代

《水浒传》得以流传在于作品书写“以招安 为心”与

“忠义”，有“道揆法守”之用，从而与当时朝 廷对《水

浒传》的定位保持一致，因此刊刻《水浒传》就不会受

到当时朝廷的阻扰与清查，有利于销售谋利。也就是

说，明代中后期的书商进行《水浒传》刊 刻时题署冠

以“忠义”二字，实是体察到当时统治者对待《水浒传》

的态度，有意迎合之。进一步而言，明 中叶以降的

《水浒传》刊本中 （尤其是诸书坊所刊的），书名多含

“忠义”二字，因由亦在此。

若此，论者以为《水浒传》“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现 象，

就能得到合理解释———《水浒传》由当时社会上层向下

层民间流传，在刊刻前已由朝廷进行严格政审， 当不

大可能存在诸多反对声音的描写。———“三度招安受

帝封”“同著功勋于国”之类的说明，即是明证。明朝

统治者从“忠义”思想出发刊刻《水浒传》，宣扬忠 君爱国

的思想以维护统治，这应该是《水浒传》早期传 播过程中

官方的主导意志，使《水浒传》得以寻求一件

可靠的立身外衣。从《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刊

刻由当时官方主导、传播过程是从当时社会上层向下

层民间流传等情形看，明中叶以降白话章回小说的起

与兴，并非是单纯的民间行为，其所反映的亦非简单

的民间意识。彼时白话章回小说起与兴的早期，或得

益于当时朝廷的揶扬；某种程度上讲，这可以看作是

当时朝廷对下层社会进行思想控制、娱乐导向的结

果。若此推论可以得到证实的话，那么对明代章回小

说的产生过程与思想价值，都需重新讨论。当然，上

述“理证”还需要更多的文献予以细化。此处权作抛

砖，期盼能有更多同仁同好参与讨论，以明所以。

［参 考 文 献 ］

［１］ 温庆新．晁瑮《宝文堂书目》的编纂特点———兼论明代私家书目视

域下的小说观［Ｊ］．孝感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５）：３５－３９．
［２］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
［３］ 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４］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Ｍ］．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１９９０．
［５］ 温庆新．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的方法论思考［Ｊ］．清华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２）：４５－５３．
［６］ 王圻．稗史汇编［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１３９册．济南：齐

鲁书社，１９９５：５３２．
［７］ 房玄龄等．晋书［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８：５４３０．
［８］ 王丽娟．《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Ｊ］．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１（１）：５４－５９．
［９］ 钱希言．戏瑕［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９７册．济南：齐鲁

书社，１９９５：１３．
［１０］袁宏道．觞政［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４．
［１１］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４１８．
［１２］御制大明律［Ｍ］．明洪武三十年五月刊本，１３９７．
［１３］张秀民．中国印刷史［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３３４－３３９．
［１４］邱濬．重编琼台稿［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５９７册．台湾：商

务印书馆，１９８２：８６１．
［１５］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４０１．
［１６］胡士莹遗著，曾华强整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补［Ｊ］．明清小说论

丛：第４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５６．
［１７］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８］王齐洲．《三国志演义》成书时间新探———兼论世代累积型作品成书

时间的研究方法［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１）：

１０－１３．
［１９］阮葵生．茶余客话［Ｍ］．苏州：扫叶山房民国十三年影印，１９２４．
［２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３：６．
［２１］赵敬鹏．论《水浒传》“朴刀”的失传———基于文学与图像关系视角

［Ｊ］．中国文学研究，２０１４（３）：４４－４８．
［２２］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Ｍ］．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
［２３］张庭玉等．明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１７６８．
［２４］秦翠红．中国古代“忠义”内涵及其演变探析［Ｊ］．孔子研究，２０１０

（５）：６０－６２．
［２５］王慎荣．《元史》列传史源之探讨［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１９９０

（２）：１－７．
［２６］宋濂等．元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４３７７－４４３７．
［２７］王利器：《水浒传》与忠义军［Ｍ］／／耐雪堂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１９８６：２１９－２３４．
［２８］昭梿．啸亭续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３７７－３７８．

① 案，有关《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忠义”思想及其异同比较，学界已有诸多研究，不赘。可参看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 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

的主题》，《天府新论》１９８５年第６期。王东明《建国以来〈三国演义〉主题研究综述》，《理论月刊》１９９５年第３期。段启明

《“水浒三序”与忠义之辨———重读李贽〈忠义水浒传序〉》，《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６期。程毅中《〈忠义传〉与〈水浒传〉》，

《文史知识》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曹亦冰《从〈三国演义〉〈水浒传〉两书之魂———忠义思想看罗贯中着意塑造的英雄人物》，《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版）》２０１１年１０期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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